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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跨越市民化经济门槛分析
——基于生活工资Anker法的新测量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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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生活工资是工人在标准工作时间内所获得的能够担负其家庭维持基本体面生活标准的报酬水平。文章基

于生活工资的Anker法，将典型的农业转移人口维持其家庭在务工地基本体面生活标准的工资水平设定为典型成

都市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经济门槛。据此，测定了成都地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低水准市民化门槛（即只考虑租

房居住的生活工资）为2 710元/月，高水准的市民化门槛（即考虑购房居住的生活工资）为3 407元/月。进一步，根据

卫计委2015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成都农业转移人口中，69%跨越低水准市民化经济门槛，48%跨越高水准市

民化经济门槛。结合市民化意愿，既有市民化意愿又有低水准市民化能力的占50%，有市民化意愿但无低水准市民

化能力的占20%。生活工资作为市民化经济门槛，可将现有研究中以公共成本为核心的市民化成本核算与以群体

素质为核心的市民化能力评价这两条割裂的路径在同一框架下得以统一，在实践上具有多种优势，具备成为市民化

研究的新测量工具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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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the Migrant Workers Crossing the Economy Threshold of Urbanization：
A New Measurement Tool Applying the Estimate of Living Wage

Based on the Anker Method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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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iving wage is the remuneration received for a standard work period by a worker that can afford a basic

standard of decent living for her or his family. Based on the Anker method, this paper calculates living wage for migrant

workers in Chengdu which is set to be the economy threshold of urbanization for the decent living at the work site. The

estimate of low-level economy threshold of urbanization (in rental housing mode) is 2710 RMB per month, and the

estimate of high-level economy threshold of urbanization (in owner-occupied housing mode) is 3407 RMB per month.

According to migrant population dynamic monitoring data (2015), 69% of migrant workers are above the level of low-

level threshold and 48% of migrant workers are above the level of high-level threshold. Taking urbanization intension

into consideration, 50% of migrant workers who both have the urbanization intension and the urbanization economy

ability are above the low-level threshold, and 20% of migrant workers have the urbanization intension, but do not have

the urbanization economy ability. Calculating living wage can unify the approach of urbanization cost accoun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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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和农民工市民化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

要动力，有助于提升实际GDP和城乡劳动力实际工

资［1］。2012—2017 年，我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从

35.3%增长到 42.4%，8 000多万农业转移人口成为

城镇居民①，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取得了重要进展。

但与农民工总量和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相比，“半城

镇化”问题依然突出：2017年，我国农民工总量达

2.87亿人②，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 58.5%，比户籍

人口城镇化率高16个百分点。实践中的农民工市

民化，在整体上由于城市长期自私自利处于非均衡

格局而造成了人的城市化滞后于地的城市化［2］。

面对市民化的现实困境，2014年《国家新型城镇化

规划（2014—2020年）》已明确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

型城镇化。在“三个 1亿人”中，促进约 1亿农业转

移人口落户城镇，是变传统的“土地城镇化”为“以

人为核心的城镇化”，解决“半城镇化”问题的重要

举措。而在积极的宏观政策背景之下，决定1亿农

业转移人口能否实现城镇化，核心问题在于农民工

能否跨越市民化经济门槛实现在城镇的“落地生

根”。因此，测算市民化经济门槛及其构成，衡量市

民化能力，对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具有理

论和现实意义。

现阶段，农民工在城市工作的工资水平能否满

足家庭在城市的最为基本的生活和发展需要，是衡

量当前农民工市民化经济能力的基础。本文以生

活工资（Living Wage）中的Anker法为基础，试图将

过去以公共成本为核心的市民化成本核算与以平

均特征为主的市民化能力评价这两类分割的路径

在同一个框架下进行统一，将农民工在就业地现有

公共服务供给水平下维持家庭每月基本生活和发

展所需的工资水平设定为市民化经济门槛，以成都

市为例开展具体测算。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利

用卫计委 2015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③的成都

数据，估算该地区跨越市民化经济门槛、具备市民

化经济能力的比例，作为市民化经济门槛测算方案

的应用与比较。

1 研究背景

1.1 城镇化与农民工市民化

过去 40年来，我国对农民工的政策控制和调

节方式已经由依赖于“身份壁垒”转变为借助于“市

场性门槛”［3］，但目前的城镇化进程存在突出的“半

城镇化”问题［4-6］，基于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的

研究表明，全国80%以上的地级以上城市存在不同

程度的半城镇化现象［4］。从经济发展阶段出发，我

国当前城镇化的核心是以农民工市民化推进城镇

化，即农业转移人口进入并落户于城市，享受基本

公共服务［7］。测算市民化的成本和衡量市民化的

能力在此背景下也就成为了研究热潮。

迄今为止，国内学界对农民工市民化的测算衡

量研究，主体脉络割裂成两个方向，一个方向是侧

重于社会成本或公共成本的成本核算研究，另一个

方向是侧重于市民化个体的市民化能力或市民化

程度的研究。在成本核算研究方面，研究主要包括

围绕农民工市民化的总成本（或者社会成本）［8］及

其分担机制［9-11］的研究，以及对个人成本、公共成本

等不同主体成本的分开测算［12-13］，还有单独对公共

成本的测算［14-15］。

在市民化能力或者程度研究方面，大体又可分

为两类，一类是将市民化作为过程的研究主要从不

同环节定义市民化能力的，典型的是将农民工市民

化作为农村退出、城市进入、城市融合三个环

节［16-17］，以此对应三个环节所必须的农民工市民化

能力。另一类是将市民化作为结果的研究，该类研

究更为普遍，主要是以一系列衡量指标来测度市民

化程度或水平，如刘传江等将市民化能力定义为农

业转移人口在城市中生存和生活的能力，并认为可

以用就业、工资收入水平、住房情况、社会保障情况

等作为衡量指标［17］，魏后凯等以政治参与、公共服

务、经济生活、综合素质四个方面评估农民工市民

① 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 . 全国农民工工作暨家庭服务业工作办公室主任座谈会召开［EB/OL］. http://www.mohrss.gov.cn/SYrlzyhshbzb/
dongtaixinwen/buneiyaowen/201804/t20180412_292104.html.

② 国家统计局 . 中华人民共和国 201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EB/OL］. 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802/t20180228_
1585631.html.

③ 流动人口服务中心 . 2015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EB/OL］. http://www.chinaldrk.org.cn/wjw/#/data/classify/population/year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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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ntered on public cost and urbanization ability centered on group quality. This method has various advantages in practice

and has the nature to be a new measurement tool in urbanization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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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程度［18］，程名望等构建了包括基本素质、经济状

况、社会接纳与心理认知等多级指标在内的农民工

市民化指标体系来衡量市民化程度［19］。

事实上，农民工市民化是具有多重内涵的概

念，它既包括了公共服务作为供给侧的成本负担，

也包括了市民化主体作为个体或者群体的能力；既

是过程，也是结果。因为，社会保护是影响农民工

市民化的关键因素，城市社会保护对农民工市民化

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20］，有序推进农民工市民化，

在公共管理上需要凸显城市群建设的路径、农民工

发展的主题与经济社会转型的背景［21］。国务院发

展研究中心课题组的研究提出，农民工市民化的过

程，实质是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过程，并将农民工市

民化的内涵界定为：以农民工整体融入城市公共服

务体系为核心，推动农民工个人融入企业，子女融

入学校，家庭融入社区，也就是农民工在城市“有活

干，有学上，有房住，有保障”［14］，该定义其实同时包

含了市民化在公共成本、个体能力、市民化过程和

市民化结果的多重内涵。如何在现有的农民工市

民化的研究基础上，找到新的工具以实现统一两种

研究路径、囊括市民化多重内涵的可测算框架，结

合现有的、地方具体的公共服务供给水平测算出农

民工市民化的经济门槛，对于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具

有理论和现实意义。

1.2 市民化经济门槛：作为市民化经济能力衡量的

基础

如前所述，无论是作为过程还是作为结果的市

民化概念，所对应的市民化能力研究路径，是与市

民化成本相割裂的，因而也导致市民化能力研究中

比较普遍地呈现出主体模糊、门槛缺失、空间异质

性和群体内部差异被不同程度地平均化处理等诸

多问题。但实际上，市民化能力也是具有时空差异

性的，也应当是参照具体时空相应的门槛而言的，

没有门槛也就没有所谓的能力之说。

黄锟借用门槛概念，将市民化门槛定义为农民

工在市民化过程所遇到的各种障碍的总称，市民化

能力界定为跨越市民化门槛的经济承担能力，即农

民工的收入水平［22］。一些研究中所提出的（私人

的）市民化成本，在范围一致情况下也相当于门槛

的概念，比如，徐建玲的研究指出，农民工市民化能

力首先受到市民化成本的影响，农民工在城市中的

生活能力仅仅是市民的一半左右，实质上都反映了

能力需对应于门槛（成本）的思路［23］。不过，经济承

担能力虽是各类资本在能力上的核心表现，但经济

能力依然是有别于多层面的综合性的市民化能力，

因此，区分门槛和相对应的能力维度是必要的。

一个城市的市民化经济门槛高低主要取决于

在该城市维持家庭基本生活与发展的支出成本。

现有大量研究，主要以市民化的总成本及其分担机

制研究为主，强调公共成本，而该类研究中关于市

民化的个人成本存在几项缺陷：一是，农民工市民

化的私人成本仅仅是总成本宏观测算中的一个分

项，并且未得到细致测量；二是，经常以单个农民工

实现市民化的年均支出成本作为口径，而非以家

庭；三是，市民化成本研究以成本分担机制为主流

研究模式，而该模式通常将私人成本与公共财政等

成本做一次性化处理，与现实中市民化分期实现的

进程特点相违背；四是，市民化主体不明确，测算被

平摊到所有未落户的农业转移人口群体。

由此，为了避免与大量研究中已有的市民化能

力、市民化成本的各类概念和定义相区分，同时延

续已有研究对市民化能力在维度上的划分传统，本

文将农民工维持其家庭在具体城市生活的基本支

出成本所需要的工资水平定义为市民化经济门槛，

与之对应的是市民化经济能力，即：跨越市民化经

济门槛的经济能力，主要用农民工的收入水平（以

工资为主）来衡量。通过这样的界定，在概念上，实

现市民化经济能力与市民化经济门槛的对应，在分

析上，可以开展可操作化的测量。而最为重要的

是，本文所界定的市民化经济门槛及其新的测量工

具，其测算结构可以同时衡量公共服务水平与个人

能力的两端，从而将过去的研究在一个整体框架下

得到统一。

1.3 生活工资方法：作为市民化门槛的可行性

Anker法是测量生活工资的新方法①，由美国学

者Richard Anker在 2005年的国际劳动组织日内瓦

工作报告（No.72）中首次提出，用于国际可比的贫

困线和生活工资测算，具有基础规范、地区间可比

较、测算容易理解、测算基础透明、假设条件修正简

单、操作成本低等优点［24］，并已被国际公平贸易组

织等6个标准制定组织和 ISEAl组织认定为生活工

资的测算方法，目前已经在世界几十个国家和地区

完成了生活工资测算［25］。生活工资（Living Wage）
是指，工人在合理的工作时间内，能够负担得起被

① 2017年 2月出版的指导手册“Living Wages Around the World: Manual for Measurement”详细介绍了生活工资及Anker法的具体测算
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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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认可且符合所处社会的经济发展程度的基本

体面家庭生活的工资水平，其具体概念为［26］：“在一

个特定地区，一个工人在一个标准的工作周内所获

得的、足以担负得起该工人及其家庭的达到体面生

活标准的报酬。体面生活标准的要素包括食物、

水、住房、教育、医疗保健、交通、衣着，以及应急所

需等其他基本需求。”

生活工资在市民化经济门槛上的应用，之所以

具备吸引之处就在于它契合了市民化的真实内涵，

尤其是与前文所述及的体现农民工市民化多重内

涵的定义——以农民工整体融入城市公共服务体

系为核心，推动农民工个人融入企业，子女融入学

校，家庭融入社区，也就是农民工在城市“有活干，

有学上，有房住，有保障”［14］——具有内在一致性。

根据生活工资的概念与Anker法的优点，将生活工

资作为市民化的经济门槛具有很强的理论与实践

意义。首先，生活工资测算的对象与市民化的主体

对象相吻合，也明确了将已在城市务工的工人作为

市民化的对象，并且生活工资是基于家庭的概念

（即：工人维持家庭在城镇基本生活的工资水平），

明确了家庭作为市民化的基本单位。第二，生活工

资测算基于具体的地区，与市民化的空间要素相一

致。第三，生活工资测算因基于当地实时的价格和

公共服务水平，因而具有类似于PPPs的可比性质，

可以实现地区间的比较。第四，生活工资测算暗含

了可持续生计发展的理念，因此与市民化的现实进

程和目标也是一致的。

在具体应用上，Anker法主要用于不同国家和

地区的生活工资水平测算与比较，尚未得到普遍的

应用推广。王瑜等的研究首次在中国使用Anker法
实现了具体城市的生活工资测算［27］，并在城镇化的

视角下评价了深圳的最低工资水平、现行工资水平

和实现农民工市民化的可能路径［28］。结合中国的

新型城镇化任务目标和当前市民化门槛和能力研

究方面的不足，基于Anker法的生活工资测算，有望

成为市民化经济门槛的一种可行方法，在不同地区

得到推广应用并做比较。

2 数据来源与测算方法说明

2.1 数据来源与说明

本文的研究选择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

试验区之一的成都市①为样本市。文中数据资料及

相关用途主要有三个方面：①成都市工业园区实地

调查数据，选取的是典型的制造业工业园区，以结

构化的数据调查表，在不同工业园区对工人进行问

卷调查和访谈，并调查工人通常消费的市场、日常

租住的居所，与各类的相关知情者访谈等途径获得

一手数据，该项调研数据和方法实施来源于 2015
年国际社会责任组织（SAI）与中国的专家课题组就

中国城市地区的生活工资测算合作研究；②年鉴统

计数据以及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包括成

都地区的城镇居民人口与消费支出数据等，主要用

于生活工资测算模型的基本假设与比例结构，以及

对测算结果的对比核查；③卫计委 2015年流动人

口动态监测数据，使用其中成都市的数据，用于本

文市民化经济能力的分析。

本文的基本思路是，以生活工资的Anker方法

测算成都地区典型工人家庭的生活成本与及对应

的生活工资，以此作为成都市市民化经济门槛，在

此基础上，应用该门槛计算当地农业转移人口具备

市民化经济能力的比例。

2.2 基于Anker法的生活工资测算说明

本文使用Anker方法测算成都地区典型工人家

庭的生活成本与生活工资水平以作为成都市的市

民化经济门槛。因此，生活工资的测算是本文的核

心。生活工资的估算以能够满足工人家庭基本而

体面的生活消费支出为依据。根据Anker法，生活

工资的测算需要设定家庭规模，并测算家庭的支

出，然后根据家庭的劳动力来计算满足家庭基本生

活支出水平的生活工资水平。

首先，设定工人的平均家庭规模为 3.5人。这

个设定主要基于事实经验，并与中国的总和生育率

状况相一致。第二，使用Anker法中的膳食模型测

算方式，结合成都实际，确定工人的膳食模型。第

三，通过现场调研，计算可接受水平的家庭居住支

出，以及家庭基本生活所需的水电费、日常修理维

护支出和其他居住支出。将居住支出通过调查进

行单独计算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根据政府统计年鉴

的支出数据，居住方面的支出存在较严重的低估。

在居住支出方面，本文同时测算了租房居住与买房

居住两种模式的支出。第四，在膳食模型成本的基

础上，根据统计数据中非食物非居住支出与食物支

出的比例，来计算生活工资框架下非食物非居住的

支出。并通过对教育、医疗保健、交通和通信等分

① 2007年6月7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下发通知，批准重庆市和成都市设立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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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支出进行核查，确保该部分包括了足额的分项支

出。第五，考虑社会保障支出，测算参照家庭的生

活支出总额。第六，根据家庭劳动力的负担系数，

用来计算每家庭的劳动力维持其家庭生活所需的

生活工资额，此处假定参照规模家庭两个劳动力完

全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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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测算流程根据研究需要有所调整。

图1 生活工资（作为市民化经济门槛）测算流程图
Fig.1 Flow chart on how to estimate a living wage (as

economy threshold of urbanization)

2.3 测算区域背景：成都市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状况

成都是国务院确定的中国西南地区的科技中

心、商贸中心、金融中心和交通、通讯枢纽，是四川

省政治、经济、文教中心。成都吸引了大量农业转

移人口，尤其以省内农业转移人口为主。2007年，

成都经国务院批准为全国统筹城乡改革配套试验

区，成为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重要阵地。得

益于成都市城乡统筹规划中构建“工业向园区集

中”的产业体系战略，成都市产业城镇化速度明显

快于人口城镇化速度。截至 2015年末，成都GDP
总值达到10 801亿元，地区一、二、三产业比例关系

为 3.5∶43.7∶52.8，二、三产业已成为地区经济发展

的主要动力。高水平的产业城镇化为推进人口城

镇化提供了大量就业岗位，有利于带动地区总体城

镇化发展。新世纪以来，成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

由2000年的53.72%增长到2015年的71.47%（常住

人口 1 465.8 万人，其中城镇常住人口 1 047.61 万

人），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由2000年的31.14%增长到

2015年的 56.56%（户籍人口 1 228万人，其中城镇

人口 829 万人）①。根据《成都市新型城镇化规划

（2015—2020年）》，成都市计划在2020年全市常住

人口城镇化率达到 77%，常住人口规模达到 1 650
万人，并在这五年中，逐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由户

籍人口向常住人口全覆盖，意味着，无论是否为成

都户口，生活在成都的人们都将享有和当地人相当

的基本公共服务。

尽管过去 15年成都的城镇化率明显提高，但

其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仍存在

约 15个百分点的差距。并且，人口城镇化速度明

显慢于产业和土地城镇化速度。反映了成都市“人

的城镇化”相对滞后、城镇化质量不高的问题。

2.4 成都农业转移人口特征及其在生活工资中的

情境处理

成都高新区农业转移人口有两个显著特征。

一是，多为年轻的单身工人。以高新区具有代表性

一家制造业企业为例，据公平劳工协会 2012年发

布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②，该企业车间员工的平均

年龄为23.4岁。另一研究发现，这一区域的员工年

龄主要集中在17~25岁之间，这一年龄群体所占比

例高达 90.5%，其中 71.6%为单身［29］。年轻和单身

这两个特征决定了这些工人会注重不同程度的储

蓄，以筹备婚姻、建房/买房等事项。

二是，多数工人来自四川省内以及成都周边的

农村地区。务工地到老家距离一天左右车程的比

较普遍。通常独自外出打工生活，其他家庭成员则

留在农村生活。对于外出打工的年轻夫妻来说，他

们的家庭成员分布状况通常是这样的：夫妻二人在

城市的工厂中工作，他们的父母留在农村从事农业

生产工作，他们的孩子也留在农村，由这对夫妻的

父母照看。因此，夫妻二人收入中很大一部分需要

寄回老家供家中老人和孩子使用，与此同时他们还

会经常性地往返务工地和老家。如此一来，至少有

两个影响生活工资测算的项目需要处理：首先，他

们经常从老家带回一些自家耕种的农产品，比如大

米、食用油、蔬菜、水果等，但按照生活工资的要求，

在计算体面工资的食物成本时选择以务工地区食

物的价格为准；其次，留守家庭成员（尤其是孩子）

的日常消费发生在农村老家，形成家庭在城市和农

村的两头消费，但生活工资是基于家庭为收入消费

单位基础的概念，对此情境的处理方式是，假定工

人的家庭（按 3.5人的家庭规模）都在务工地生活，

① 根据《成都统计年鉴（2016）》《2015年成都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整理计算。
② 公平劳工协会，富士康调查报告，2012年3月29日发布。网址：http://www.fairlabor.org/report/foxconn-investigation-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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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是部分地依据留守人员在家乡的生活成本和

生活标准来计算。这一点尤其重要，因为根据生活

工资的严格定义，我们所测算的生活工资应该是基

于工人家庭在工作地维持基本体面生活的生活成

本和生活水准，而也正因为很多工人无法承担子女

在务工地的生活的居住和教育等成本，才导致了普

遍的留守现象，而生活工资则是需要至少满足一家

庭为单位在务工地的生活的工资水平（至于在这种

水平下工人如何选择居住方式，则是另外一个问

题）。

3 成都市市民化经济门槛测算：基于Anker
法的生活工资

严格遵照Anker法的生活工资测算过程，经由

下文步骤测算，若典型农业转移人口要维持一个

3.5口之家在成都市的基本的生活水平，按照租房

模式的生活方式，其家庭月支出应不低于5 579元，

相应的劳动力到手的生活工资水平为2 710元/月，

记为成都市典型农业转移人口低水准市民化经济

门槛；按照在成都购房定居的生活方式，其家庭每

月基本生活支出不低于 7 013元，相应的劳动力到

手的生活工资水平为3 407元/月，记为成都市典型

农业转移人口家庭高水准市民化经济门槛。

3.1 生活工资的家庭规模

生活工资是一个基于家庭的概念，因而，成都

市产业工人生活工资测算基础是对工人的平均家

庭规模做设定。这里，家庭规模设定为 3.5个人（2

个成年父母和 1.5个孩子）。该设定与生活工资在

中国区域执行的基本设定相同，也与成都农村家庭

户均3.42人①的统计数据相近。

3.2 食品支出

以 3.5人（2个成人、1.5个孩子）为家庭规模设

定，膳食模型热量为人均 2 297 Cal，基于制造业产

业工人及家庭成员以中等强度体力活动等假定②，

在满足营养要求原则，与饮食偏好、当地食物的可

得性和成本保持一致，相对低成本的营养膳食等基

本原则条件下，确定食物模型③，并通过从工人们的

主要购物场所搜集的食物价格，综合测算出成都制

造业产业工人生活工资中的食物支出部分是人均

每天10.77元，家庭每月1 131元。

在该食物模型中，蛋白质提供的热量占总热量

的13%，由脂肪提供的热量占21.2%，由碳水化合物

提供的热量占65.8%，并包含410 g可食用的蔬菜水

果，符合世界卫生组织和粮农组织的健康营养膳食

建议。

3.3 居住支出

《2015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农民工在

城市的居住支出占生活消费支出的比重为 46.9%。

因此，合理估算典型农业转移人口家庭在成都市的

生活工资水平下的居住支出对于准确测算成都市

市民化经济门槛具有重要意义。按照生活工资测

算方法，测算出典型农业转移人口在成都的家庭低

水准居住成本为1 452元/月，家庭高水准居住成本

为2 752元/月。

① 数据来源：成都市统计局 . 成都统计年鉴（2015）.
② 这里的一系列假定，包括中等强度的活动量、平均身高、BMI指数等。
③ 因篇幅所限，食物结构模型的具体内容未列出，读者可联系作者索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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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基于Anker法的生活工资—市民化经济门槛测算
Tab.1 Calculating living wages as economy threshold of urbanization based on Anker Methodology

项目计算（参照家庭规模3.5人，其中2个成人，1.5个孩子）

（1）家庭每月食物支出

（2）家庭每月非食物非居住支出

（3）家庭每月居住支出

其中：a1）租房支出

a2）购房支出

b）水电燃气设施费及住所维修管理费

（4）每月社会保障缴费支出

（5）家庭在成都城镇维持基本生活每月所需总成本［（5）=（1）+（2）+（3）+（4）］
（6）每月额外预留支出10%［（6）=（5）/0.9-（4）］
（7）典型农业转移人口家庭在成都每月基本生活支出总额［（7）=（5）+（6）］
（8）成都市典型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每月人均支出［（8）=（7）/3.5］其中3.5为参照家庭规模

（9）成都市典型农业转移人口的生活工资，即本文定义的市民化经济门槛［（9）=（8）·1.7］其中1.7为负担系数

人民币（元/月）

低水准*

1 131
2 079

1 452
1 100

-
352
350

5 021
558

5 579
1 594
2 710

高水准*

2 752
-

2 400

6 312
701

7 013
2 004
3 407

注：“*”表示低水准和高水准分别对应租房模式和购房模式下的测算，在两种测算中，食物支出与非食物非居住支出、社会保障缴费支出等项
目并不改变，但会改变按比例的预留支出的额度、基本生活支出总额，以及由此得出的每月人均支出和生活工资（市民化经济门槛）的水平。



居住支出的估算由以下几个成本组成：①基本

体面的居住支出；②生活设施费（水、电、燃气等），

其他居住支出以及日常维护管理费用。居住支出

的估算是通过造访工人的租住居所、向受访工人访

谈搜集房屋的条件和支出、与当地的出租者以及个

体中介交流等多种方式获取信息后测算的。进一

步的，在测算住房支出时，本文按住房的获得方式，

分别测算租房支出及购房支出。

33..33..11 租房支出测算租房支出测算

根据联合国人居署和成都市政府为廉租房保

障对象设置的居住标准，设置典型农业转移人口家

庭住房最低标准，具体包括：①住房应处于安全及

合理的地理位置；②房间应配备稳定抗震的水泥墙

壁，耐用不漏水的水泥房顶和地板；③房间层高应

不低于 2.8 m，并有足够数量的窗户以保证充足的

光源和良好的通风；④户内应配备必要的生活设施

如通电、入户自来水、户内抽水马桶；⑤住房应包括

厨房和浴室；⑥住房建筑面积应不低于56 m2（人均

16 m2 ①）。根据实地调查了解到，当前成都市市面

上出租和出售的房屋完全满足硬件配套要求，而唯

一的关注点是建筑面积则能否满足生活工资测算

框架内对房屋的要求标准。

表2 成都市租房支出调查结果（2015年8月）
Tab.2 Results of housing expenditure in Chengdu in

August 2015

区位

武侯

成华

金牛

温江

成都周边

新都

双流

郫县

龙泉

锦江

青羊

高新区

都江堰

成都市租房价格（元/月）

区平均价格（元/月）

1 484
1 264
1 218

630
725

1 100
966
800
660

1 324
1 235
1 473

780
1 100

权数

0.1801
0.1335
0.1196
0.1066
0.0683
0.0663
0.0616
0.0595
0.0564
0.0507
0.0461
0.0311
0.0202

1（合计）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2015年成都市某地产出租房数据库整理得出。

成都的租房市场发展较为成熟，调查获知，绝

大多数农业转移人口通过房产中介寻求租房资源

和信息。课题组2015年8月在成都调研期间，通过

对当地市场份额占有率最大的一家房产中介的工

作人员进行询价，估算成都市典型农业转移人口家

庭月租房支出。首先，按照建筑面积为55~57 m2为

筛选条件，导出其系统中所有符合条件的出租房信

息；第二，根据出租房的装修级别，对租金价格进行

溢价调整②，计算各区出租房的平均价格；第三，根

据 2015年卫计委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中成都流

动人口现居住地的区县分布频率，对各区平均租房

价格进行加权平均（表 2），最终计算得出满足成都

市典型农业转移人口家庭最低居住标准的月租房

支出为1 100元。

33..33..22 购房支出测算购房支出测算

将住房作为家的基础是典型的社会观念，在这

样的社会观念下，城镇购房是农业转移家庭融入当

地社会和市民化的关键环节。因此，本文也测算了

典型农业转移人口家庭在成都市购置面积为56 m2

的商品住宅房按月折算的购房支出。2015年成都

住宅商品房平均成交价格为6 550元③，假设该家庭

购买的是首套城镇住房，按最低首付款比例30%④，

按揭 20年，申请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同时为了

计算方便，假设首付款的30%是该家庭按照商业银

行个人房贷利率（4.9%）向其亲朋好友筹借的，并承

诺按照等额本息的方式偿还。由此可以计算得出，

该家庭按月折算的购房支出为2 400元。

尽管政府一直将农业转移人口视为降低城镇

住房库存的重要动力，但长期以来，城市的高房价

相对于农业转移人口微薄的收入，始终是其市民化

过程中难以跨越的障碍。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

《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15年在务工地自购

住房的农民工比例仅为1.3%。因此，本文将后文测

算出的购房模式的农业转移人口家庭市民化经济

门槛定义为高水准市民化经济门槛。

33..33..33 水电燃气设施及住所维修管理费支出测算水电燃气设施及住所维修管理费支出测算

2014年全国城镇居民用于水电燃料及其他和

住房维修及管理两项的消费占总消费的比重为

① 该标准参照《成都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城镇住房保障工作的意见》（成府发〔2010〕14号）。
② 为了保证市民化经济门槛是典型农业转移人口家庭在蓉的体面生活的最低资金量要求，我们认为该租金支出不应承担豪华装修级别

的租金费用，因此对于出租房中装修级别为“简装”的房子租金按原价记其租金价格，装修级别为“精装”的房子租金按原价*60%记其租金价
格。60%的比例是与房产中介沟通后确定的比例。

③ 成都市2015年住宅商品房实际销售面积为2 474.61万m2，实际销售额为16 208 172万元，由此得出2015年成都市住宅商品房平均成
交价格为6 550元/m2。数据来源：成都市统计局 . 成都统计年鉴2016.

④ 参见：《成都市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市房管局等部门关于促进我市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成办发〔2016〕37号），
2016-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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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四川省城镇居民人均年总消费为 17 759.9
元，由此可以估算成都市典型农业转移人口年人均

用于这两项的支出之和为 1 208元，换算为典型农

业转移人口家庭的月支出为352元。

至此，按照生活工资测算方法，典型农业转移

人口家庭在成都的低水准月居住成本为 1 452元，

高水准月居住成本为2 752元。

3.4 非食物非住房支出

典型农业转移人口家庭在城镇的体面生活成

本不仅应该包括其满足基本生理需求的生存型消

费，如食物成本和居住成本，还包括其寻求更好、更

高发展而产生的最为基本的发展型消费，包括教

育、医疗保健、交通通讯等重要的非食物非居住支

出。本文分以下几个环节测算该项支出：

33..44..11 非食物非住房支出与食物支出比非食物非住房支出与食物支出比

根据统计资料确定其他支出与食物支出之间

的比例关系，被广泛运用于各国贫困线的设定。

Anker法在马丁法的基础上稍作改进，将非食物支

出中的居住支出使用实地调查获得的居住支出代

替，只根据统计资料确定非食物非居住支出（NF⁃

NH）与食物支出（F）之间的比例关系（r=NFNH/F）。

按照生活工资的基本定义，对统计数据①中成都城

镇居民人均食物消费支出中的烟草、酒和饮料支出

剔除，得到 2014年成都城镇居民非食物非居住支

出与食物支出的比例为 1.76。结合前文测算的生

活工资结构下的家庭食物支出水平（1 131元），初

步得出该家庭非食物非居住支出为1 991元。

33..44..22 进一步调整进一步调整

该部分根据农业转移人口实际支出水平审核

测算出的非食物非居住支出中的一些重要分项，以

确保测算的支出能够基本覆盖各项目的支出需求。

本文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中四川省家庭

调查数据，逐一对非食物非居住支出中的教育、医

疗保健、交通和通讯支出进行校对和调整。

教育支出项的核查。根据前文测算方法，参照

2014年成都市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教育支出与食物

支出的比例②（11.58%），本文测算出的典型农业转

移人口家庭月均教育支出为 131元③。同时，根据

CFPS数据，691个四川省家庭调查数据显示，这些

家庭月人均教育支出为35元，换算成3.5人典型农

业转移人口家庭的月支出为 123元。本文测算的

教育支出数据略高于调查数据，相差不大，故不对

此项进行调整。

医疗保健支出项的核查。按照上述校对方法，

发现前文测算的典型农业转移人口家庭月医疗保

健支出为 199元④，而根据CFPS调查获得的四川省

家庭人均医疗保健月支出为 82元，换算为家庭月

支出为287元，明显高于前文测算的数值。故认为

前文测算的典型农业转移人口家庭月医疗保健支

出不足以负担家庭真实支出，决定对非食物非居住

支出中的医疗保健支出上调88元至287元。

交通和通讯支出的核查。所测算的典型农业

转移人口家庭月交通和通讯支出为 584元⑤，而根

据CFPS调查获得四川省家庭人均交通和通讯支出

为 121元，换算为家庭月支出为 424元。前文测算

的交通和通讯支出明显高于CFPS中四川省家庭月

均支出，但CFPS调查中的交通支出只询问了受访

家庭在本地的交通费，考虑到成都市农业转移人口

多为省内跨市流动人口，老家在四川省内其他市

县，因此约160元的差额可以理解为农业转移人口

逢年过节返乡的交通费用，故此，对本项支出不做

调整。

33..44..33 调整后的家庭非食物非居住支出调整后的家庭非食物非居住支出

如表 3所示，在确认了本文测算的非食物非居

住支出可以覆盖成都市典型农业转移人口家庭发

展型消费支出（教育、医疗保健、交通和通讯）后，根

据前文测算，调整后的典型农业转移人口家庭在成

都市的月非食物非居住支出为2 079元。

表3 非食物非居住支出调整情况
Tab.3 Post checks on non-food and non-housing costs

支出类别

非食物非住房支出（元）

其中：教育（元）

医疗保健（元）

交通和通讯（元）

初步测算结果

1 991
131
199
584

CFPS调查结果

-
123
287
424

调整情况

2 019
-

上调88
-

3.5 社会保障缴费支出测算

社会保障体系是城镇家庭防范风险的重要机

制，其中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是社会保障体系的核

① 数据来源：成都市统计局 . 成都统计年鉴（2015）.
② 数据来源：成都市统计局 . 成都统计年鉴（2015）.
③ 131=1 131（食物支出）·11.58%。
④ 根据《成都统计年鉴（2015）》，成都市城镇居民医疗保健支出与食物支出的比例为17.63%，则前文测算的典型农业转移人口家庭的医

疗保健支出为199元（1 131·17.63%）。
⑤ 根据《成都统计年鉴（2015）》，成都市城镇居民交通和通讯支出与食物支出的比例为51.68%，则前文测算的典型农业转移人口家庭的

交通及通讯支出为584元（1 131·5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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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要素。本文假设成都市典型农业转移人口家庭

中成年家庭成员参保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所有家庭

成员参保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大病互助医疗

补充保险。成都市城乡居民养老保险采用固定缴

费模式，缴费档次分为五档，由于农业转移人口家

庭收入水平相对较低，假设该家庭为两名成年家庭

成员参投第二低档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保费为年

人均980.4元。成都市城乡医疗保险缴费标准为年

人均230元，大病互助医疗补充保险缴费标准为年

人均410元。综上可以计算得出，成都市典型农业

转移人口家庭月均社会保障支出为350元。

3.6 风险防范性支出测算

为了保证基本的生活水准，在测算生活工资时

为意外事项留出一部分备用支出是常见的处理方

式。SAI组织和Anker在他们的研究中使用10%的

比例［30］。根据成都地区的实际，本文选择增加 5%
作为备用支出，来预防不可预见的紧急情况以及必

要的自由支配项目；另外，增加5%的额度用于向父

母提供经济支持以及向亲戚朋友支出礼金（按每个

月21.75个工作日计算，5%的金额约相当于工人一

个工作日的收入）。以此，预留总共 10%的备用支

出额度，也就是在食物、住房及其他支出总额的基

础上追加10%额度。

3.7 生活工资测算方法下的市民化经济门槛

将以上支出加总后为家庭的基本支出水平，根

据家庭规模得到人均生活支出水平。由于本文是

以农业转移人口维持家庭在务工地所需的工资水

平来作为市民化经济门槛，因而需进一步考虑参照

家庭中平均每个劳动力的负担系数，以此测算生活

工资框架下劳动者维持家庭在城镇生活的工资水

平，即：生活工资。

按照前文设定，成都市典型农业转移人口家庭

包括两名成年适龄劳动力及 1.5名未成年随迁家

属，则平均每位劳动力负担的人数为 1.75人（含本

人）。成都市农业转移人口绝大部分来自省内其他

地区，其目标是要在成都市实现其家庭市民化，而

根据统计资料，2014年四川省农村居民家庭平均劳

动力负担指数为 1.46人①，成都市城镇居民家庭平

均劳动力负担指数为 1.94人②。综合上述数据，本

文假定成都市典型农业转移人口的平均劳动力负

担指数为1.7人（含本人），按此负担系数，劳动力的

收入水平是在人均月支出的基础上乘上1.7人。具

体地，成都市典型农业转移人口低水准市民化经济

门槛为月收入（到手）达到 2 710元，高水准市民化

经济门槛为月收入（到手）达到3 407元。

4 成都市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门槛分析

4.1 生活工资方法的市民化经济门槛与其他指标

比较

2015年我国西部地区农民工月人均生活消费

1 025 元③，比本文测算的低水准市民化经济门槛

（2 710元）低62%。正是由于城镇经常是农业转移

人口的务工而非完整家庭生活的所在地，以及家庭

分离和两头消费等原因，当前该群体往往需要在城

镇省吃俭用并将积蓄用以家庭其他成员的支出，因

而未达到基本体面的生活水准。这种不达标主要

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大部分农业转移人口仍采用

离散型的家庭分布模式，即劳动力在城市务工生活

赚取收入，非劳动力家属留守农村的生活模式。二

是在城镇生活的农业转移人口的生活质量也远达

不到体面标准，例如有调查显示在城镇务工的农业

转移人口中约 60%居住在单位集体宿舍、工棚、工

地或生产经营场所④。上述两种情况都使得农业转

移人口当前在城镇的真实人均消费要远低于本文

测算的市民化经济门槛。但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是家庭的市民化，市民化的目标是农业转移人口及

其家庭成员在城镇的安居乐业。因此市民化经济

门槛不应以当前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的真实人均

消费作为参照。

本文测算的成都市典型农业转移人口家庭低

水准市民化人均支出（1 594元）比2014年成都市城

镇居民家庭人均月消费 1 809元⑤低 12%。但城镇

居民家庭人均消费不适宜作为判断农业转移人口

在城镇是否能获得稳定的生存和发展的依据，因为

这会高估转移人口在城镇生活的门槛，城镇居民人

均消费数据无法直接替代成都市典型农业转移人

口市民化经济门槛。

本文以农业转移人口家庭在城市的最为基本

体面而有尊严的生活为基点，测算得出的市民化经

济门槛是农业转移人口家庭在成都市稳定生存发

① 数据来源：四川省统计局 . 四川省统计年鉴（2015）.
② 数据来源：成都市统计局 . 成都统计年鉴（2015）.
③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 2015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 .
④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 2015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 .
⑤ 数据来源：成都市统计局 . 成都统计年鉴（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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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月最低资金需求量，也是其家庭完成市民化的

最为基本的经济前提。

4.2 跨越市民化经济门槛：成都市农业转移人口的

市民化经济能力衡量

如前所定义，农民工维持城镇家庭生活的基本

支出成本所需要的生活工资水平作为市民化经济

门槛，与之对应的市民化经济能力即是跨越市民化

经济门槛的能力，用农民工的实际收入水平（以工

资为主）来衡量。若农民工的实际工资达到了门槛

值，则认为是具备了跨越市民化经济门槛的市民化

经济能力。

使用卫计委 2015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

据来评估成都市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经济能力。

本次调查在成都地区共发放了 2 800份问卷，收回

有效问卷2 800份，其中，剔除户籍登记信息为非农

业，家庭中有人单位包吃住①，处于适龄劳动力年龄

范围②外的受访户样本后，剩余 1 851 个受访人

样本。

评估的具体做法是用农业转移人口的工资性

收入与市民化经济门槛进行比较。比较结果显示，

成都市农业转移人口中具备低水准市民化经济能

力的比重为69%，具备高水准市民化经济能力的人

群比重为48%。但应注意，由于数据统计口径的差

异，此处的比例存在高估。由于我们的市民化经济

门槛使用的是生活工资Anker方法，根据生活工资

的概念，该工资是标准工作时间内的报酬水平，也

就是不包括加班的超时工资收入，而现实中当前国

内制造业工人通过超时工作获得加班工资是普遍

现象，在监测数据中的收入水平则是包括了工人超

时的工资的。即便作者明确这项差异的存在，但是

作者无法妥善处理这一差异，因为行业差异等原

因，统一假定加班时间并不可取。因此，在使用监

测数据得出的结果会高估具备市民化经济能力的

农业转移人口的比例，其高估的程度与加班程度有

关，尤其请读者留意。

4.3 市民化经济能力与市民化意愿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和市民化能力是微

观层面最常被提及的两个决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

程的因素。能力和意愿的交叉可以呈现农业转移

人口市民化发展路径预期。按照农业转移人口是

否具有市民化能力和市民化意愿，成都市农业转移

人口可以被分为四个群体，即：同时具备市民化能

力及意愿，有市民化能力但无意愿，有市民化意愿

但无能力，既无市民化意愿也无能力。

如表 4所列，初步推断，成都市农业转移人口

中约70%的受访人具有市民化意愿，略高于具有市

民化能力的人群比重 2个百分点。既有市民化意

愿又有能力的人群比重为50%，有市民化意愿但无

能力的人群比重为20%。此处依然需要注意，监测

数据的收入包括了超时工作的收入，因此，具备市

民化能力的比例是被高估的。

表4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能力与市民化意愿交叉分析结果
Tab.4 Results of cross-sectional analysis of urabanization

economy ability & urbanization intension of
migrant workers

有市民化意愿（%）a

无市民化意愿（%）

合计（%）

有市民化能力 b

50
18
68

无市民化能力

20
12
32

合计

70
30
100

注：a.该数据来自 2015年卫计委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中的提问
项 Q211“您是否打算在本地长期居住（5年以上）”，若回答“打算”则
认为受访人有市民化意愿，若回答“不打算”或“没想好”则认为受访
人无市民化意愿。b.基于如今绝大多数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以租
房形式定居，此处使用跨越低水准市民化门槛的具备市民化能力的
比例。

5 结论与讨论

5.1 主要结论

生活工资是工人在标准工作时间内所获得的

能够担负其家庭维持基本体面生活标准的报酬水

平，其定义与性质契合了市民化经济门槛关于承担

农业转移人口家庭城市基本生活成本的最低资金

量的内涵。本文基于生活工资Anker法，将典型的

农业转移人口维持其家庭（3.5人家庭规模，其中 2
个成年劳动力与 1.5个孩子）在务工地基本体面生

活标准的工资水平设定为典型成都市农业转移人

口市民化经济门槛。并且，考虑农业转移人口租房

居住的基本常态和“有房才有家”的普遍社会观念，

兼顾两种模式的差异，将租房模式的生活工资设定

为低水准市民化经济门槛，而将买房居住模式下的

生活工资设定为高水准市民化经济门槛。

根据设定条件与生活工资的测算，成都市农业

转移人口低水准市民化经济门槛（租房模式）为

2 710元/月，高水准市民化经济门槛（买房模式）为

3 407元/月。使用卫计委 2015年全国流动人口动

态监测数据中的成都数据估算，成都市农业转移人

口中具备低水准市民化经济能力的个体占69%，具

① 对于该类受访人群，其单位提供食宿应折入其收入，但由于缺少单位提供的食宿情况的详细信息，无法调整其收入数据，故予以剔除。
② 劳动力年龄范围为16~6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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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高水准市民化经济能力的个体占 48%。但须注

意，生活工资概念是在标准工作时间前提下的，也

就是不包括加班的条件下的工资水平，而当前国内

制造业工人通过超时工作获得加班工资是普遍现

象，而监测数据中的收入水平是包括了工人超时的

工资的。因此，使用监测数据得出的结果会高估具

备市民化经济能力的农业转移人口的比例，其高估

的程度与加班程度有关。

将“是否打算在本地长期居住（5年以上）”作为

在成都的市民化意愿表达，成都市农业转移人口中

约 70%的受访者具有市民化意愿，其中，既有市民

化意愿又有低水准市民化能力的受访者占50%，有

市民化意愿但无低水准市民化能力的受访者占

20%。

5.2 延展讨论

本文将生活工资的Anker法所测算的工资水平

作为市民化经济门槛，试图将过去在以公共成本为

核心的市民化成本核算与以平均特征为主的市民

化能力评价这两类分割的路径在同一个框架下得

以统一。生活工资能够为市民化测算提供一个可

行的工具，有望在未来的市民化研究中得到进一步

地拓展，有几项重要的原因。

第一，生活工资的定义和性质契合农业转移

人口城镇化的现实情境需要和市民化的内涵。理

解与测算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生活的生存和发展

需要，应该以家庭为单位，而这已经具备了一定的

现实基础，现阶段农民工就业的稳定性得到显著提

升，流动的“家庭化”趋势明显［14］。生活工资正是这

样一个框架，将家庭的基本可持续的生计投射到家

庭劳动力的收入水平（市民化经济门槛）。以此为

依据，通过抽样调查数据中能力和门槛的比较便可

以基本明确城镇化的主体对象。同时，以生活工资

作为市民化门槛，更能反映市民化的可持续生计需

要，而非一次性的成本测定。

第二，生活工资方法能够提供一个统一的透明

的测算框架。该框架可以克服当前学界在测算指

标难统一、测算模型主体视角差别［13］等方面的问

题。由于生活工资的测算反映具体区域的成本测

算构成及水平差异，而公共服务的供给变化实际上

也能够通过生活成本测算的变化反映在生活工资

结构上，因而可以实现公共服务供给与个人能力在

一套测算中的有机融合。进一步地，政策制定者可

据此结合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意愿和能力，初步推算

转移人口市民化所需要的真实的财政负担；同时也

可以通过公共服务供给对生活工资水平中各项成

本的影响，模拟提高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能力的途

径及其财政投入成本。

第三，该框架的测算成本低廉。由于物价水

平，尤其是住房（租房）的成本在不同地区差别很

大，而随时间变化，波动幅度也很大。因此，测算结

果必须与具体的地区、时期相结合，注重地域差异

与时效性。根据年度数据不断更新测算结果显得

尤为必要。在中国目前互联网信息十分发达的条

件下，在各市县层面的网络数据搜集与测算可以非

常便利地得以实现，并能够根据需要实时更新。

第四，因生活工资框架透明性和操作便利，其

他因素可以根据实际需要而在测算框架下调整考

量。首先，在生活工资框架下，各类设定条件可以

根据实际变化而调整，比如参照家庭规模，劳动力

负担系数等。其次，对于一些经常需要被考虑的财

产性因素也可以在此基础上做后期考量，而不是一

开始就纳入测算当中。比如，对土地退出补偿，在

一些研究中是被直接纳入测算，但该方式对于不同

地区测算的比较以及时效化调整困难较大，尤其是

土地退出补偿不确定性较高，且农业转移人口保留

承包地和宅基地的意愿较高①，平均化的退出补偿

并不可取，除非退出补偿在一个地区统一并普遍，

否则，这一项更适合留给家庭做自我权衡。

参考文献：

［1］ 杨曦 . 城市规模与城镇化、农民工市民化的经济效应——基

于城市生产率与宜居度差异的定量分析［J］. 经济学(季刊)，

2017(4)：1 601 - 1 620.

［2］ 刘小年 . 农民工市民化的共时性研究：理论模式、实践经验与

政策思考［J］. 中国农村观察，2017(3)：27 - 41.

［3］ 王小章，冯婷 . 从身份壁垒到市场性门槛：农民工政策 40年

［J］. 浙江社会科学，2018(1)：4 - 9.

［4］ 李爱民 . 中国半城镇化研究［J］. 人口研究，2013(4)：80 - 91.

［5］ 辜胜阻 . 统筹解决农民工问题需要改进低价工业化和半城镇

化模式［J］. 中国人口科学，2007（5)：2 - 4.

［6］ 王春光 . 农村流动人口的“半城市化”问题研究［J］. 社会学研

究，2006(5)：107 - 122.

［7］ 蔡昉 . 以农民工市民化推进城镇化［J］. 经济研究，2013(3)：6

- 8.

［8］ 李俭国，张鹏 . 新常态下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社会成本测算

① 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010年重大课题“促进城乡统筹发展,加快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研究”课题组对农民工市民化的现实基础和意
愿分析指出：83.6%愿意进城定居的农民工希望保留承包地，66.7%愿意进城定居的农民工希望保留农村的宅基地和房产，在城镇化过程中，
不能把“双放弃”（放弃承包地和宅基地）作为农民进城落户的先决条件，更不能强制性要求他们退地[14]。

第9期 王 瑜，崔馨月，陈传波，等：农民工跨越市民化经济门槛分析 57



［J］. 财经科学，2015(5)：131 - 140.

［9］ 张继良，马洪福 . 江苏外来农民工市民化成本测算及分摊［J］.

中国农村观察，2015(2)：44 - 56.

［10］ 魏澄荣，陈宇海 . 福建省农民工市民化成本及其分担机制

［J］. 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13(11)：113 - 118.

［11］ 傅帅雄，吴磊，戴美卉 . 新型城镇化下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

核算研究——以北京市为例［J］. 江淮论坛，2017(4)：11 - 17.

［12］ 李小敏，涂建军，付正义，等 . 我国农民工市民化成本的地域

差异［J］. 经济地理，2016，36(4)：133 - 140.

［13］ 杜宇 . 城镇化进程与农民工市民化成本核算［J］. 中国劳动关

系学院学报，2013(6)：46 - 50.

［14］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 . 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总体态

势与战略取向［J］. 改革，2011(5)：5 - 29.

［15］ 陆成林 . 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农民工市民化成本测算［J］. 财经

问题研究，2014(7)：86 - 90.

［16］ 李练军，邓连望 .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能力：一个基于“三环

节”的理论探讨［J］. 农业经济，2016(1)：48 - 50.

［17］ 刘传江 . 迁徙条件、生存状态与农民工市民化的现实进路

［J］. 改革，2013(4)：83 - 90.

［18］ 魏后凯，苏红键 . 中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研究［J］. 中

国人口科学，2013(5)：21 - 29.

［19］ 程名望，乔茜，潘烜 . 农民工市民化指标体系及市民化程度

测度——以上海市农民工为例［J］. 农业现代化研究，2017

(3)：413 - 420.

［20］ 石智雷，朱明宝 . 农民工社会保护与市民化研究［J］. 农业经

济问题，2017(11)：77 - 89.

［21］ 刘小年 . 农民工市民化非均衡现象分析——社会交换的视

角［J］. 农业经济问题，2018(1)：75 - 86.

［22］ 黄锟 . 城乡二元制度对农民工市民化影响的理论分析［J］. 统

计与决策，2011(22)：82 - 85.

［23］ 徐建玲 . 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度量:理论探讨与实证分析［J］.

农业经济问题，2008(9)：65 - 70.

［24］ Anker R. Poverty lines around the world：A new methodology

and internationally comparable estimates［J］. International La-

bour Review，2006，145(4)：279 - 307.

［25］ SAI S A I. Living Wage Reports［EB/OL］. http://www.sa-intl.

org / index. cfm? fuseaction=Page. ViewPage&pageId=1848，

2017 - 07 - 03.

［26］ Anker R，Anker M. Living Wages Around the World：Manual

for Measurement［M］. Edward Elgar Publishing，2017.

［27］ Wang S，Wang Y，Gu F，et al. Living Wage，Urban，Shenzhen，

China：Context Provided in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Glob-

al Living Wage Series［Z］. New York，USA：Social Account-

ability International (SAI)，2017.

［28］ 王瑜，汪三贵 . 农民工离城镇化还有多少工资距离？——对

深圳制造业工业园区的生活工资测算［J］. 中国人民大学学

报，2017(4)：107 - 118.

［29］ 王腾龙 . 工业园区新生代农民工社会管理模式创新研究

［D］. 成都：西南财经大学，2013.

［30］ Anker R. Estimating a living wage：A methodological review

［M］. ILO，2011.

58 经 济 地 理 第38卷


